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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虚拟沟通如何影响上下级权力配置？ 

基于身份自构和互构的视角* 

毛江华  陈文文  金  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  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虚拟沟通逐渐成为组织中最主要的沟通方式。相较于传统面对面沟通, 

虚拟沟通具有线索滤除、地理分散性和异步性等特征, 其极大减少了上下级沟通时的权力线索和社会规范约

束, 并引发权力行使和反馈过程的中断, 冲击了上下级现有的权力关系格局。然而,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虚拟沟

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传统基于职位权力的上下级权力配置。本研究基于身份自我建构和相互建构视角, 聚焦

上下级虚拟沟通, 探究个体层次的静态技术线索、事件层次的动态信息行为和人际层次的虚拟沟通模式如何

影响上下级心理和结构权力配置。本研究整合组织行为、信息系统和传播等学科的视角和理论, 构建了虚拟

沟通影响上下级权力配置的理论框架, 拓展了组织沟通和权力的研究内容与边界, 并将为组织虚拟沟通实践

和虚拟团队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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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后疫情时代, 尽管大部分企业逐步恢复线下

办公, 但远程沟通与协作的趋势仍是持续的、不

可逆转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2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6 月, 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 10.47 亿, 在线办

公用户规模达 5.07 亿, 钉钉、腾讯会议等虚拟通

讯软件的月活跃用户数均突破 1 亿。信息通信技

术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组织沟通模式, 极大地提高

了组织信息流动的便利性和效率 (Van Zoonen 

et al., 2021; 谢小云 等, 2021)。与面对面的沟通

相比, 即时通讯的交流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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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让信息传递变得同步、高效和可追溯。同

时 , 内 部 办 公 自 动 化 系 统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OA 系统)和邮件等异步性工具的运用, 也

让线上信息沟通更加正式化。随着线上跨国团队

等虚拟团队的兴起, 虚拟沟通方式得到了进一步

普及。越来越多的团队采用视频通话、语音会议、

在线讨论组等群体性虚拟沟通模式进行沟通。从

现在到未来, 虚拟沟通将成为组织中最主要的沟

通方式(Van Zoonen et al., 2021)。 

虚拟沟通方式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组织原有

的工作和人际交往模式(Shockley et al., 2021), 也

影响了上下级权力关系的建构(Baym, 2015; Tautz 

et al., 2022)。在传统面对面情境下, 上级对下属的

权力表达是直接和可观察的, 同时下属对上级权

力表达的反馈也是即时和可识别的。然而, 在虚

拟沟通情境下, 上级权力表达和下属权力接收出

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表现在：(1)媒介对环境、语

言和非语言信息的过滤(Cramton, 2001)大幅减少

了上下级的身份和权力关系线索; (2)异步性沟通

导致权力表达与接收过程的中断; (3)媒介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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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的滤除降低了社会规范对权力关系的约束

(Wang, 2022)。此外, 媒介的可预演性和可复制性

也增加了下属面对上级权力表达的反应时间和空

间 , 为下属的非真实性反馈提供可能 (Tretter & 

Diefenbach, 2020)。由此可见, 虚拟沟通弱化了传

统的基于职位权力的上下级权力配置 (Power 

configuration) (即权力在组织中结构性和心理性

的分配和布置, Anderson & Brion, 2014; DiTomaso 

& Hooijberg, 1996), 表现为上级向下属表达权力

时的不真实感(即上级权力感降低)和下属“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的失控状态(即下属服从性降低)。

然而 , 究竟是虚拟沟通中的哪些因素产生了影

响？信息通信技术的特征和功能、上下级信息互

动和沟通模式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关注和回

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丰富现有 ICT 使

用和上下级权力配置的研究, 还能为通讯软件设

计和上下级虚拟沟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回顾现有虚拟沟通对上下级权力配置影响的

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

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首先, 现有对虚拟沟通和

ICT 使用的研究较多采用情境型研究范式, 即将

ICT 作为一种外部环境, 探究在这种新情境下原有

领导方式和上下级权力配置的有效性(Castellano 

et al., 2021; Mysirlaki & Paraskeva, 2020), 而缺乏

将虚拟沟通或 ICT 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型研究, 

未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组织的冲击, 制约了数

智化管理研究的发展。其次, 现有对虚拟沟通和

上下级权力配置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展开, 重

点关注了沟通风格、ICT 使用等方面的个体差异

及其效应(Wang et al., 2020), 缺乏从单次沟通事

件层次探究信息技术特征、媒介差异以及信息互

动行为的影响效应。单一沟通事件是领导力发挥

效应的最基本单元(Schoeneborn et al., 2016), 缺

乏对虚拟沟通事件的探究将导致人们无法清晰认

识虚拟情境中上下级互动的本质逻辑。最后, 仅

有部分学者从理论上阐释了虚拟沟通对上下级权

力配置的影响(Oreglia & Srinivasan, 2016; Tautz 

et al., 2022), 但在具体影响因素、机制、效应和边

界条件等方面仍缺乏系统和细致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 本研究将以虚拟沟通对上下级权力

配置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为切入点, 研究静态技术

线索、动态信息行为和虚拟沟通模式对上级权力

表达和下属权力接受的影响, 并构建虚拟沟通影

响上下级权力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将拓

展现有组织虚拟化和信息化的研究内容, 实现信

息管理与组织行为领域的深度融合, 产生更多跨

学科的理论贡献。同时, 在实践方面, 本研究也将

为组织内部信息通讯软件设计、虚拟沟通规范形

成以及上下级虚拟沟通模式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进展分析 

2.1  上下级虚拟沟通的研究进展 

2.1.1  虚拟沟通的特征 

信息时代, 虚拟沟通已经成为组织信息交流

与互动的主要方式。虚拟沟通主要探讨的是组织

成员使用虚拟通信工具完成工作任务的程度, 其

被描述为在通信中需要跨越的边界以及跨越这些

边界所采用的手段。通常, 通信中所需要跨越的

边界包括地理或空间分散, 组织、群体或文化, 以

及在工作时间或可用性方面缺乏同步性(Martins 

et al., 2004), 或仅仅是无法实现面对面沟通(Fiol 

& O’Connor, 2005)。 

由于边界和跨边界沟通技术的存在, 相对于

面对面互动, 虚拟沟通可能干扰或抑制信息的传

递, 表现出以下特征(毛江华, 陈熔芯, 2023)：第

一, 社会存在性低。由于地理分散和媒介限制, 导

致人们习惯的非语言线索缺乏(Gkinko & Elbanna, 

2022; Wang, 2022), 使得个体社交个性较少被察

觉和关注(Walther, 1992), 降低了个体对物理存在

和社交存在两个维度的感知。第二, 内容丰富性

依媒介而定。在虚拟沟通中, 视频等保真度更高

的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还原面对面的沟通情境 , 

但在单一载体形式(如即时通讯、邮件)沟通的环境

中, 非语言线索则较少。尽管有研究指出新的线

索(如表情符号等)已经出现, 但对其的解读和感

知需要花费更长时间(Blunden & Brodsky, 2021)。

第三, 互动时效性取决于沟通媒介。虚拟沟通中

的互动时效依赖于沟通媒介的特征(Daft & Lengel, 

1986), 即时通话和视频通话具有高同步性, 而文

本通讯、邮件等则存在时间滞后。第四, 可预演

性高。虚拟沟通的异步性特征使得发送者和接收

者有更多时间来选择、构造和修改信息(Tretter & 

Diefenbach, 2020), 增加了个体对表达的控制权, 

并为沟通建立了缓冲和保护机制。 

2.1.2  上下级沟通的研究进展 

Thayer-Bacon (2003)指出 , 交流是所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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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活动之一, 是作为人类的本质。在以往研

究中 , 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了上下级沟通的实

质。首先, 传统领导力视角认为, 沟通指的是发送

者将信息传递给接收者, 而接收者反过来翻译、

解释该信息并采取行动的过程(Ruben & Gigliotti, 

2016)。当领导者想要实现特定目标或传播特定信

息时,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沟通。基于此, Hackman

和 Johnson (2013)认为, 领导力就是通过改变他人

态度和行为以满足群体共同目标和需求的沟通过

程, 沟通的失败会导致领导力本身的失败。其次, 

互动视角关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更复杂的双向

交流 , 其认为沟通是多方向现象 (Ruben, 2003), 

沟通意义来自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双向交流, 而

非由领导者控制。最后, 系统视角进一步关注领

导沟通过程中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强调个体的需

求、价值观、目标、风格和当前环境等个性化差

异对沟通过程中信息创造、理解和反应的影响 , 

并指出对领导沟通的探究既需要关注领导和下属

的即时状态 , 也需要考虑沟通双方的稳定特征

(Ruben & Gigliotti, 2016)。 

在具体研究中, 学者主要从沟通数量、质量、

时机和风格等多个方面探究上下级沟通对后续绩

效的影响。在沟通数量方面, 研究发现, 组织成员

之间沟通数量和互动次数的提高为绩效增长提供

了机会(Bui et al., 2019)。然而, 从沟通过载的角度

来看, 沟通频率对绩效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 当

沟通频率超过这个阈值时, 其对绩效的促进作用

将会减弱甚至消失(Stephens et al., 2017)。在沟通

质量方面, 以往研究表明, 沟通质量比沟通数量

发挥着更关键和直接的作用(Marlow et al., 2018)。

沟通质量的核心是信息充分交流 , 表现为准确

性、公开性、清晰度、有效性、及时性等多种形

式。在沟通时机方面, 部分学者认为非工作时间

沟通会导致工作边界溢出到家庭领域, 打破工作

和家庭的平衡, 从而不利于员工家庭领域的相关

结果(Derks et al., 2016)。同时, 有研究也发现非工

作时间电子沟通对领导有效性评价和员工总体工

作态度存在双刃剑效应(张光磊 等, 2020)。在沟

通风格方面, 已有研究对人际沟通风格进行了多

维度划分, 并通过与领导行为相联系探究领导沟

通风格, 如 Gerpott 等人(2019)提出了任务导向沟

通、变革导向沟通、关系导向沟通等三种类型的

领导沟通风格。 

此外, 领导权力性沟通也是上下级沟通中的

研究热点。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领导权力性沟

通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途径：第一种, 探究权力

如何影响领导与下属、团队以及外部的沟通过程

和效果; 第二种, 探究个体如何通过沟通提升权

力感, 或揭示权力的沟通性表现。在第一种研究

路径中, 学者区分了权力和领导力, 并进一步探

究领导权力如何通过沟通过程影响个人和团队绩

效。例如, 研究表明, 权力感会导致权力持有者将

他人客体化(Gruenfeld et al., 2008), 从而不善于

倾听他人意见和理解他人观点  (Morrison et al., 

2011)。在第二种研究路径中, 学者强调沟通是领

导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并揭示了领导通过特定

语言结构、风格等获得权力的机制。例如, 在语

言结构方面, Danescu-Niculescu-Mizil 等人(2012)

发现, 语言协调(Linguistic coordination)程度能反

映互动双方的权力差异, 领导作为高权力者会更

少回应在互动中另一方的语言风格。在语言效果

方面, 学者认为, 领导沟通语言会以特定方式激

活语言功能(Linguistic functions), 并依此实现领

导力功能。例如, Joullié 等人(2021)认为, 领导权

力来自对高级语言(Noble language)的使用。高级

语言支持批判性思维和清晰沟通, 以词语和短语

来澄清模棱两可的情况, 用建设性的和自我促进

的信念取代破坏性的信念, 从而通过向听众展示

更好的自己来获得权力。 

2.1.3  上下级虚拟沟通的研究进展 

在上下级虚拟沟通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

三种路径进行探讨。第一种是将虚拟团队作为情

境, 探究传统上下级沟通数量、质量等对领导力

涌现和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研究者

运用传统沟通模型如“发送者→信息→接收者”模

型(Shannon & Weaver, 1949), 将沟通作为领导过

程中的一个维度来探究虚拟情境下其对领导有效

性的影响。同时, 现有研究关注传统领导风格在

线上和线下沟通中的差异, 并积极探究领导虚拟

沟通对下属和团队的影响效应(Huffaker, 2010)。

此外, 虚拟沟通风格与领导涌现之间的关系也是

学者关注的重点。例如, Charlier 等人(2016)发现

文本沟通能力和沟通忧虑会显著影响虚拟团队中

的领导涌现。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研究

对象, 探究上级信息通信技术使用(ICT use)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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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级的态度和行为。ICT 指的是“任何有能力

收集、存储或发送信息的电子设备或技术” (Day et 

al., 2012)。以往研究发现, 领导 ICT 使用会显著

影响员工的 ICT 使用、工作效率和幸福感。例如, 

Tautz 等人(2022)指出, 领导 ICT 使用会影响远程

办公等场景中领导和下属的关系重构。在远程办

公场景中, 领导者面临工作边界模糊、与下属联

系困难和管理难度增大等一系列问题, 领导者何

时、以何种方式使用 ICT 设备与下属进行沟通, 影

响着员工对领导身份的认同, 进一步决定着领导

有效性。李馨等人(2022)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

领导非工作时间 ICT 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

响。Solberg 等人(2024)指出, 当领导者对于 ICT

使用存在思维定势时, 其很难改变或提高使用新

技术的熟练程度, 因此将投入更少精力为员工提

供发展支持, 进而影响员工 ICT 使用。 

第三种研究路径是将虚拟沟通作为领导力的

一个维度 , 探究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对下属

和团队的影响方式和效应。电子领导力是一种以

先进信息技术为媒介, 使个人、团体或组织产生

态度、情感、思维、行为或者绩效方面变化的社

会影响过程(Avolio et al., 2001)。许多学者对电子

领导力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讨。例如, 汤伟娜等

人(2017)提出电子领导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刘追等人(2018)认为电子领导力正

向影响组织支持感与员工敬业度, 并对团队工作

重塑具有积极影响。然而, Kulshreshtha 和 Sharma 

(2021)发现 , 过度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社交应用

程序会阻碍领导有效性和组织文化运作, 他们认

为, 电子领导不能取代面对面交互领导, 同时电

子领导也需要遵守必要的规范。 

2.2  上下级权力配置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2.2.1  权力的研究进展 

权力由社会关系发展而来, 是人们行为的基

本驱动力(Scholl & Sassenberg, 2015)。狭义上的权

力概念强调组织层级结构所形成的领导权威, 广

义上的权力概念则包括多种社会体系中的依赖关

系(Martin, 1971)。成员在获取社会和物质资源时

产生的联系和依赖是形成领导−下属结构的基础

(Magee & Galinsky, 2008)。权力不仅是基于能力

和资源的结构变量(即结构权力), 还是可激活的

认知体验 , 即 “心理权力感 ” (Anderson et al., 

2012)。权力线索会影响权力感的启动过程, 并依

此产生不同的权力效应 (Anderson & Galinsky, 

2006)。同时, 权力感是一种动态过程, 受个体特

质和社会心理因素影响(Anderson & Brion, 2014)。

例如, 研究发现, 上级权力感会在一天内和人际

间变化, 对情绪和团队绩效产生不同影响(Sabey 

et al., 2021)。 

在上下级关系中, 上级权力的表达方式可归

纳为间接的权力线索和直接的权力行为。首先 , 

领导权力表达的线索主要包括客观环境线索和主

观表现线索。其中, 客观环境既指抽象的组织架

构位置, 也指具体的工作环境。例如, Giessner 和

Schubert (2007)的研究发现 , 组织架构中个体在

垂直方向上的空间距离能够影响人们对权力大小

的感知, 垂直距离越长, 下属评价的领导权力越

大。Caza 等人(2011)则阐述了不同组织表达领导

权力的物理环境线索, 部分组织通过提供独立于

群体的豪华办公室、高端技术装备、特殊停车位

置等来显示个体间的权力差异。在权力的主观表

现方面, 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是领导权力表达的重

要线索。例如, Hall 等人(2005)的元分析发现, 说

话时的音量、音高和发声频率会影响感知领导权

力大小。Shariff 等人(2012)指出, 高权力领导者通

过更少的微笑、更多的凝视、频繁的手势以及对

话打断行为等来展示自己的权力。此外, 夸张的

身体姿势和冷静放松的互动态度也被证明会提高

他人对权力的感知(Anderson et al., 2012)。 

上级权力表达的行为则主要体现在沟通方式

和管理风格上。其中, 沟通方式常常与语言风格

联系在一起。例如, Caza 等人(2011)通过研究总结

出, 领导者更多使用命令性的语言风格, 而下属

则更多使用服从性的语言; Tost 等人(2013)发现, 

领导者经常在沟通中使用主导性语言来表达并增

强权力。管理风格是领导权力表达的另一重要方

面。例如, Lawrence 等人(2012)运用案例研究方式, 

总结出领导者会采取“偶发式”和“系统式”的权力

方式来推进组织变革的发展。Chen 等 (2014)和

Sweeney 等学者(2019)的研究则指出 , 领导者的

权力分享行为作为共享型领导的突出特征, 将权

力表达的主体由个人扩大到了集体, 对领导者权

威的提升有诸多积极意义。 

领导权力的表达效果主要体现在近端表达有

效性评价和远端下属行为与组织绩效方面。在领

导权力表达的有效性方面, 高权力领导掌握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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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正面(如奖励、晋升机会等)和负面(如艰难的

任务等)的资源, 在实施控制和进行决策上具有显

著优势, 因此下属评价和组织绩效是衡量其有效

性的主要标准(Mcclanahan, 2020)。在领导权力表

达对下属的影响方面, 当前学者主要探讨权力与

下属绩效表现、下属正面和负面行为的关系(容琰 

等, 2022)。例如, Qu 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 当下

属权力价值观较低时, 具有较强权力价值观的真

实型领导者能够促进下属的绩效。Urbach 和 Fay 

(2021)则指出 , 当建言被归因为带有利己意图且

对领导者的权力构成威胁时, 员工的建言行为会

被抑制 , 而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能对此

起到缓冲作用。 

2.2.2  上下级权力配置和再配置的研究进展 

在组织的垂直关系中, 上级被赋予一定的职

位权力, 能够对其所管辖的下属实施奖惩权、强

制权和法定权。相应的, 角色规范和对组织等级

制度的合法性观念使得下属成为权力的接收者

(徐红丹, 曹元坤, 2015)。然而, 在管理实践中, 下

属对领导权力并非呈现出完全接受的情形, 相关

研究也证实下属对于领导权力的反馈存在主动接

受以及被动接受两种情境。在第一种情境中, 下

属出于领导魅力、自身能力缺乏等因素积极地跟

随领导者, 成为主动权力接受者(Bastardoz & Van 

Vugt, 2019)。当下属接受上级权力后, 会表现出顺

从、建言等行为(李树文 等, 2020), 其中顺从行为

是权力接受的典型表现形式(凌茜 等, 2019)。 

在第二种情境中 , 即使员工并不认可领导 , 

但迫于领导者头衔和权力约束等也会成为被动的

权力接受者, 此时下属通常表现出消极、反抗等

行为。Tepper 等人(2001)指出, 下属反抗行为主要

包含建设性反抗行为(对领导权力分配提出意见、

挑战权威)及功能失调性反抗行为(对领导分配工

作的消极怠慢, 如以说谎、忙碌、遗忘等方式拒

绝接受领导分配)。学者指出, 引发下属权力不接

受或被动追随、无效追随及失败追随等的原因是

领导−追随契合困境(Uhl-Bien et al., 2014), 包括

期望感知偏差和情绪耗竭等心理困境, 物质、工

作资源缺乏等资源困境以及做出更多承诺和承担

更多责任等行为困境(彭坚, 王震, 2018)。 

在成熟的组织结构中, 上下级权力结构由职

位权力决定, 因此一般具有较为稳定的权力配置

(Power configuration)。当权力关系稳定时, 组织

政策、等级制度和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平衡内部

的竞争与合作(Anderson & Brion, 2014)。然而, 在

某些情况下, 权力会出现模糊和失衡的情况。例

如, 在新奇、复杂或不确定的情况下, 由于个体对

自身利益的关注, 权力会出现模糊, 进而引发权

力斗争(Aime et al., 2014)。以往研究指出, 解决权

力斗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包括谈判等促进性策

略和驳回等反对性策略(Zuzul, 2019)。 

权力再配置指的是权力在组织中进行的结构

性和心理性的再次分配和布置。首先, 在团队中, 

权力再配置的情况较为明显。例如, 团队权力再

配置表现为成员之间权力斗争或地位冲突, 其指

的是多个成员竞争资源、赢得地位和主导权的过

程(Greer et al., 2017)。现有团队研究已经揭示了

权力斗争的各种影响因素, 例如人口多样性、职

能多样性、对权力的高需求、组织等级、团队层

次和外部威胁等(Greer & Van Kleef, 2010)。研究

表明, 团队权力斗争会通过减少合作和增加冲突

引发团队绩效降低(Greer et al., 2017)。其次, 组织

中的权力再配置也发生在组织变革情境下。在变

革管理领域, 以往学者通过探究权力转移、权力

谈判和权力重构揭示变革组织的权力动态性和再

配置。研究表明, 当存在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时, 权

力再配置的可能性提高(Gross & Zilber, 2020)。例

如, 新技术会使个体专长的重要性下降, 甚至导

致其完全丧失专长权。最后, 最新的研究也表明, 

个体沟通方式会影响权力再配置。例如, 研讨会、

协调会等群体性沟通活动对解决权力模糊具有重

要意义(Gross & Zilber, 2020)。同时, 当个体采用

邀请他人发表意见或肯定他人等亲和性沟通实践

时, 将增加合作并促进突破性解决方案的提出。

与此相反, 当个体表现出权威和攻击他人等主导

性沟通方式时, 会引发权力冲突和对立, 进而导

致沟通失败(Zuzul, 2019)。 

2.3  虚拟沟通与上下级权力配置的研究评述 

综合以上对虚拟沟通和上下级权力配置相关

研究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本研究进一步梳理了现

有研究所存在的局限与不足。 

第一, 现有对组织虚拟沟通的研究主要采用

情境型研究范式, 缺少探究虚拟沟通对传统工作

模式和权力关系直接影响的内容型研究。随着信

息通信技术在组织中的普及, 学者开始关注信息

化和数智化对传统组织内工作和人际交往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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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然而, 从现有研究来看, 学者更多将信息通

信技术作为一种外部环境, 探究在这种新情境下

原有组织模式的有效性(例如 Ben Sedrine et al., 

2021; Castellano et al., 2021)。然而, 信息和数智

技术不仅会影响原有工作模式的有效性, 也会创

造新的模式。因此, 研究有必要从情境视角转变

为内容视角, 深入探究新技术对组织工作和交往

模式的直接影响, 从而构建新的组织内部生态。 

第二, 现有上下级 ICT 使用的研究主要基于

组织行为学的心理视角而忽视了信息系统的技术

视角。现有研究主要聚焦 ICT 的使用特征, 例如

ICT 氛围(Day et al., 2010)、非工作时间 ICT 使用

(李馨 等, 2022)等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效应, 较

少关注 ICT 本身的技术特征、媒介特征以及信息

互动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使用者的态度和沟通

效果(孙卉, 徐洁, 2023)。ICT 是源自信息系统领域

的概念和技术, 若忽视其技术特性而仅关注其在组

织中的功能, 可能使研究者错过关键信息并导致

ICT 的功能缺乏底层逻辑。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

界面布局、图示等 ICT 技术特征, 即时通讯、视频

通话等媒介差异以及信息发送与接收等互动行为对

组织成员之间沟通效果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第三, 现有对组织沟通的研究集中探讨领导

沟通特征对下属和团队绩效的影响, 缺乏从语言

和传播角度探究语言结构、非语言线索等沟通内

容对领导力和领导权力的影响效应。现有研究更

多关注沟通风格、频率以及质量等个体沟通特征, 

缺乏对每一次沟通的细致分析。组织由传播构成

视角(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 

CCO)指出, 沟通构成了领导力产生效应的最基本

单元, 因为大部分领导影响力都是通过沟通过程

进行传达和发挥的(Schoeneborn et al., 2016)。因此, 

未来研究有必要从事件片段层面探究沟通过程中

上下级的语言和非语言互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沟通

效果, 并最终影响领导力和领导权力的有效发挥。 

最后, 现有基于传统组织层级视角的研究认

为上下级的权力配置关系较为稳定, 较少关注上

下级权力的动态变化和再配置。目前, 对于权力

再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团队和组织变革领域 , 

学者聚焦于揭示内部冲突、权力斗争以及权力模

糊性如何引发新的权力配置关系(Van Bunderen 

et al., 2018; Zuzul, 2019)。对于上下级而言, 传统

层级视角认为其权力配置关系较为稳定。然而 ,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智技术在组织内的广泛使用 , 

传统上下级关系已经出现较多颠覆性变化。Tautz

等人(2022)也指出 , 信息通信技术重新配置了上

下级权力关系, 上级通过信息通信工具远程管理

下属时会出现联系困难、管理难度增大和控制感

降低等问题。因此, 在新的数智情境下, 上下级的

权力关系存在再配置的可能性, 未来研究需要重

点关注上下级的权力变化和波动。 

3  研究构想 

为从多学科多视角探究信息通信技术在组织

中的影响和冲击, 本研究拟从组织沟通视角探究

虚拟沟通对上下级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其中, 虚拟沟通主要从静态线索、信息互动行为

和虚拟沟通模式三个方面展开, 上下级权力配置

则关注权力在组织中的分配布置 (Anderson & 

Brion, 2014; DiTomaso & Hooijberg, 1996), 既包

含结构视角上的权力安排(例如上下级权力关系

存续与重建), 也包含心理视角上的上下级权力感

波动(例如上级权力感和下属服从性的变动)。通过

融合信息系统、领导力和传播学三个领域的视角, 

本研究将扩大组织沟通的研究内容和范畴, 为组

织建立和完善内部虚拟沟通规范提供依据。 

为实现研究目的, 本研究引入身份认同理论

视角, 探究虚拟沟通如何影响上下级对自我身份

以及对方身份的建构, 并最终改变上下级权力配

置。以往自我概念和权力的理论表明, 身份变化

会引发权力变化(DeRue & Ashford, 2010)。例如, 

当一个人转变成领导或认为自己是领导时, 其权

力感会提升。身份(Identity)是个体在定义自我时

的关键成分 , 其和自我概念共同构成了“自我” 

(Epitropaki et al., 2017)。领导身份(Leader identity)

是个体工作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 其指的是个体

对领导模式、领导经验和自己作为领导者未来表

现的自我认知, 描述的是个体是否以及如何认为

自己是领导者(Haslam et al., 2022)。同样的, 追随

身份(Follower identity)也是个体工作自我概念的

组成部分, 其指的是个体对追随者图式、追随者

经验和自己作为追随者未来表现的自我认知

(Epitropaki et al., 2017)。领导和追随身份认同理

论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identity theory, 

DeRue & Ashford, 2010; Epitropaki et al., 2017)指

出, 对自我和他人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程度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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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领导”和“谁来追随”的问题, 即上下级权力

在心理上的配置问题。 

上下级身份自我建构和相互建构通过身份认

同程度来衡量, 具体包括：首先, 上下级身份的自

我认同, 即上级识别并主张我是领导者(研究 1a), 

下属识别并主张我是追随者(研究 1b); 其次, 上

下级身份的相互认同, 即下属识别并承认上级是

我的领导(研究 2a), 上级识别并承认下属是我的

追随者(研究 2b); 最后, 上下级身份关系认同, 即

上下级识别并承认两人属于领导−追随关系(研究

3)。本研究的总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3.1  研究 1：身份自我建构视角下静态权力线索

与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 

研究 1 主要探究由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静

态权力线索是否能通过影响上级和下属的身份自

我建构最终影响上下级权力配置。权力线索是权

力显性或隐性的外化表现 (Giessner & Schubert, 

2007), 通常可分为客观条件赋予的外在环境线索

和技术线索, 以及个体主观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

线索(Shariff et al., 2012)。领导者具有内在权力表

征, 其权力感会在权力线索出现时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被启动 , 进而产生权力效应 (Anderson & 

Galinsky, 2006)。同时, 下属同样存在与权力感知

直接相关的个人权力线索, 这些线索会对其自身

的身份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权力线

索是领导者和追随者身份和权力认知的重要来

源。由于物理环境线索在基于文本、语音等多种

媒介的虚拟沟通中是不可见的, 难以影响上下级

的权力认知, 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技术、语言和

非语言等方面的权力线索。研究 1 的理论模型如

图 2 所示。 

3.1.1  技术线索、身份自我认同和上下级心理权

力配置 

随着虚拟沟通在组织中的普及, 沟通媒介所

承载的技术特征赋予领导权力线索新的表现形

式。首先, 企业微信等软件会基于组织层级设置

相应的沟通权限。权限的概念来源于信息学, 是

指访问用户隐私信息和关键资源的范围和程度

(Qi et al., 2018)。通过向不同用户设定差异化的访

问和控制权限, 通讯软件能有效分配沟通媒介的

系统等级(Rashid et al., 2021)。其次, 飞书等平台

能清晰呈现组织各层级的架构情况。以往研究表

明, 空间位置(例如身高、领导者画像高度)是判断

个体等级地位和权力大小的重要线索 (Schubert, 

2020)。办公应用的智能化使得组织架构在虚拟平

台中能够以图示或层级形式呈现, 个体对其在组

织中的位置信息将有更为直观和具象化的感知。

沟通权限和组织结构展示的设置将通过强化上下

级的身份认知来影响权力感。首先, 沟通权限能

让组织成员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对称控制的优势或

弱势地位(Magee & Galinsky, 2008), 将激活成员

自身关于领导或追随者概念的自我图式, 强化成 
 

 
 

图 1  本研究总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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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 1 的理论模型 
 

员对原有角色概念的自我认同, 进而激活权力的

认知加工过程并影响权力感评估(Anderson et al., 

2012)。其次, 组织结构的软件展示增加了成员对

组织结构信息的接触频率, 触发成员心中关于自

我等级排名的心理图式, 使其体验到更为突出和

强烈的角色身份感(Day & Sin, 2011), 进而强化成

员对自我和他人权力空间位置的具象化感知, 触

发成员对其权力大小的联想。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1-1：信息通讯软件中的技术线索通过身

份自我认同影响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 

沟通权限和组织结构展示通过上级的领导身份认

同提升上级权力感, 并通过下属的追随身份认同

提升下属服从性。 

3.1.2  语言线索、身份自我认同和上下级心理权

力配置 

语言是领导者较为直观的权力表达方式, 与

语言相关的权力线索包括语言数量、语言风格等

(Tost et al., 2013)。在语言数量方面, 较少的语言

数量意味着表达者具有独特和优势的沟通地位 , 

并能体现沟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这强化了上级

内心的领导者认知图式(Derue & Ashford, 2010)。

相对的, 较多的语言数量意味着更多的解释和说

明 , 其体会到的被支配感和工具性作用就越高 , 

成员更有可能将这种体验与追随者身份图式进行

匹配。在语言风格方面, 语言施权行为指的是实

施权力、影响等相关的语言行为, 例如任命、选

举、命令、敦促等。语言施权行为带有支配和控

制含义 , 体现了成员的自身控制力和影响力

(Austin, 1962), 与上级身份图式中的领导支配性

认知相符, 将增强领导身份自我认同感。相对的, 

颜文字使用一般是为了避免沟通歧义而实施的语

言补偿行为, 其反映出个体对于沟通信息准确传

达的重视程度(Riordan & Glikson, 2020)。在人际

互动中, 颜文字的使用、类型、位置以及内容都将

显著影响互动双方的沟通效率和评价(Butterworth 

et al., 2019; Kaye et al., 2016)。例如, 当成员使用

更多颜文字时, 对传递信息的过度重视反映出其

对资源的控制感较低, 因此所感受到的权力感降

低。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1-2：语言线索通过身份自我认同影响上

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较少的语言数量和

较多的语言施权行为使用通过上级的领导身份认

同提升上级权力感, 较多的语言数量和颜文字使

用通过下属的追随身份认同提升下属服从性。 

3.1.3  非语言线索、身份自我认同和上下级心理

权力配置 

与面对面沟通相比, 虚拟沟通往往缺乏可见

性的视觉线索, 降低了社会临场感和个体身份的

突出性(Reicher et al., 1995)。在虚拟环境中, 个体

会通过界面表达 (webpage expressivity) (例如头

像 、 称 呼 等 ) 和 界 面 自 我 表 露 (webpage self- 

disclosure) (例如发布自己的观点)来构建和维护

个人形象(Weisbuch et al., 2009)。在组织虚拟沟通

过程中, 由于信息通讯软件界面的设置, 互动双

方仅能通过有限的界面表达(头像和称呼)来展现

角色或个人信息, 因此个体的自我披露决策首先

是对信息类型的选择, 即选择展示工作角色相关

或个人相关信息 , 其次是对具体披露内容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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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员工对于角色和个人信息类型的披露选择将

影响个体对个人和组织身份的认可程度。 

角色标签是由个体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和承

担的职责所形成的独特标识, 通常与职位等级相

结合。例如, 钉钉中可以设置“产品经理”等基于专

业岗位的角色标签, 也可以设置“区域经理”等基

于管理职能的角色标签。角色标签与身份和组织

地位等级密切相关, 是一种对自己和集体进行分

类的基本方式(Gonibeed & Saqib, 2023)。角色标签

显示的职级信息使个人能够识别自己和他人在组

织架构中的位置, 进而判断其在组织中的等级地

位(Schubert, 2020), 从而影响权力认知。与角色标

签不同, 个人标签是个体能够自由设置的文字和

图片说明, 能够部分展现个人性格特点、爱好习

惯等, 比如使用二次元头像、使用非主流昵称等。

在组织虚拟沟通中, 个体物理存在感的降低增加

了交流的匿名性, 也减少了个体间差异, 使沟通

个体呈现去个性化的特点(Reicher et al., 1995)。因

此, 个人标签成为组织成员在虚拟沟通中凸显个

性的重要身份线索, 成员们往往采用积极的自我

呈现策略来管理自己身份, 以树立良好的个人形

象(Brown et al., 2016)。Sluss 和 Ashforth (2007)认

为基于个人的身份特征会影响基于角色的身份特

征。当下属自主设定个人标签所显示的内容时 , 

其将感知到自己对披露身份线索拥有较高的控制

感和自由度, 且无需依赖他人许可或借助其他资

源就可实现(Blader & Chen, 2012)。这种高控制感

和自由度能够激活其身份认知图式的加工过程 , 

其与追随理想图式中受限较多、自由度较低的状

态相反, 会阻碍下属追随身份的建构, 从而降低

对自己追随身份的认同感。进一步地, 这种较低

的身份认同会增加下属自身的权力感并使其表

现 出 更 少 的 客 观 服 从 行 为 (Epitropaki et al., 

2017)。 

形象展示是指个体主动或被动在沟通平台上

披露自我形象相关的信息, 包括使用真人头像、

在视频会议中打开摄像头等 (Bazarova & Choi, 

2014)。主动形象展示是一种身份的宣扬与展示

(Derue & Ashford, 2010), 这种身份凸显和较高的

自由度能被成员逐渐内化并增强为权力表征, 进

而加强对自身权力的感知。相对的, 出于服从命

令或是迫于群体规范压力的被动形象展示会使成

员认识到自己处于被支配的较低地位, 这将激活

与追随者高服从性、低自由度等较为一致的身份

认知(Derue & Ashford, 2010), 降低成员的权力

感。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1-3：非语言线索通过身份自我认同影响

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在组织虚拟沟通

情境中, 角色标签和主动形象展示使用通过上级

的领导身份认同提升上级权力感, 被动形象展示

通过下属的追随身份认同增加下属服从性, 个人

标签通过下属的追随身份认同降低下属服从性。 

此外, Derue 和 Ashford (2010)在讨论影响上

下级身份自我认同的因素时指出, 员工会将自己

的特征与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原型属性的内隐

理论进行比较。如果两者更加匹配, 由于个体倾

向于根据自我观点真实地行事(Foote, 1951), 并

旨在使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自我观点保持一致 

(Swann et al., 2002), 员工将更有可能在社会互动

中声称领导者或追随者身份。基于此, 我们认为, 

上级领导原型和下属权力距离分别作为领导者和

追随者的内隐理论将调节权力线索的影响效应。

具体的 , 对于领导原型匹配程度高的上级而言 , 

权力线索对提升其领导身份认同的效果会有所增

强。例如, 当上级具有主导性领导原型时, 其与权

力线索所暗含的不对称控制和影响匹配程度更高, 

上级会对自身领导者身份更加肯定和认同, 进而

促进其对自身权力感的正面认知。当下属具有低

权力距离时, 更期望权力在组织中相对均等的分

配, 而较高的权力线索和限制与其原有认知图式

和价值期望相反, 这种反差会放大个体的不公平

感, 进而削弱其对自身追随身份的认同, 并减少

其对上级权力的感知和遵从。 

3.2  研究 2：身份互相建构视角下信息互动与上

下级心理权力配置 

研究 2 将探究信息互动行为如何通过影响上

级和下属的身份相互建构最终改变上下级的权力

配置。随着组织越来越依赖钉钉、企业微信等数

字平台沟通和传递信息, 在线信息互动已成为组

织成员重要的交互方式。在线互动中, 信息的发

送和回复是最常用的沟通行为, 其内容和形式不

仅向外展示了个体的身份, 也对识别和建构他人

身份具有重要影响。身份互相建构决定了交互双

方如何定义自己和他人, 并显著影响双方的态度

和行为(Ishaq et al., 2022)。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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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 2 的理论模型 
 

3.2.1  信息发送、身份相互认同与上下级心理权

力配置 

信息发送和回复行为属于电子沟通行为, 即

依托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沟通的行为。尽管每个接

收者在回复或发送消息时都会成为发送者, 但本

研究主要将沟通行为的初始发起方视为信息发送

者, 而将沟通行为的回应或反馈方视为信息回复

者。首先, 在信息发送时机方面, 上级非工作时间

的任务型信息发送增加了下属的工作压力和情绪

耗竭(Becker et al., 2021),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级

缺乏同情心或具有辱虐管理倾向, 使下属在主观

上不愿授予其领导身份 , 服从行为也会相应减

少。同样的, 下属非便利时间(例如深夜)的信息发

送行为干扰了上级正常休息, 可能被视为一种不

尊重上级的行为, 使上级对该下属的行为规范性

产生质疑, 从而降低对其追随身份的认可。当上

级对下属的追随身份认同度较低时, 上级与下属

间地位感知差异减弱, 上级的权力感下降。此外, 

下属挑战权威和对下属身份认同度低都会引发上

级的权力维护行为 , 例如辱虐管理或电子监控

(Bernstein, 2017)。 

其次 , 在信息发送内容和媒介匹配性方面 , 

研究聚焦单一沟通事件, 基于媒介丰富理论探究

媒介信息传递能力在上下级互动中的影响。媒介

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指出, 当任务

需求与使用的媒介丰富性相匹配时, 任务绩效会

提高(Daft & Lengel, 1984)。例如, 确定性任务(如

程序化任务)在使用贫媒介沟通时绩效最高, 而模

糊型任务(如创造性任务)在使用富媒介沟通时绩

效最高。由于组织成员选择某种媒介而不是另一

种媒介来传递某种信息, 本身就是其基于双方关

系产生的决策, 是建构自我和对方社会身份的一

部分(Gershon, 2010)。因此, 上下级选择何种媒介

传递任务信息会影响彼此的身份认同。本研究认

为, 使用匹配的媒介发送信息一方面反映了发送

者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送者对秩序/规

则的偏好。因此, 上下级发送信息时的高媒介任

务匹配性均会提高对彼此的身份认同, 进而影响

双方的心理权力配置。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2-1：信息发送时机通过身份相互认同影

响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当上级在非工

作时间发送任务信息时, 下属对上级的领导者身

份认同降低, 进而降低服从性; 当下属在非便利

时间发送信息时, 上级对下属的追随者身份认同

降低, 进而降低权力感。 

假设 2-2：信息发送内容和媒介匹配性通过身

份相互认同影响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 

匹配性越高, 上下级对彼此的身份认同越强, 上

级权力感和下属服从性越高。  

3.2.2  信息回复、身份相互认同与上下级心理权

力配置 

信息发送是沟通事件的开端, 较大程度上设

定了沟通时间、对象与媒介, 展现了信息发送者

偏好何种媒介进行信息发送和获得回复的媒介期

望, 为信息回复奠定了基础。与信息发送一样, 信

息回复特征也将影响互动双方对彼此的身份认同

(Byron, 2008)。首先, 信息回复延迟(Reply delay)

反映了信息接收方的等待时间, 会显著影响双方

对彼此的身份认同。例如, 上级回复延迟会引发

下属的不满或焦虑情绪(Kato et al., 2020), 降低下

属对该上级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专业性的评估, 进

而降低对其领导身份的认同。同样的, 下属的即

时信息回复展现了下属“随时待命”的状态, 满足

了领导作为上级掌控他人的权力需要, 被领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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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属性的体现, 因而增强对该下属的追随身份

认同。此外, 即时回复是一种限制自由的严厉权

力策略(Harsh power tactic), 下属对该要求的迎合

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认可这些策略, 而是下属必须

遵从这些要求(Tesi et al., 2019)。这种遵从有力地

维护了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 体现了作为下属的

身份要求, 因而将提高上级对该下属的追随身份

认同。 

其次, 信息回复的媒介变动和转换违背了信

息发送者的媒介期望, 将影响发送者对回复者的

认知和态度。随着复合媒介(Polymedia)在组织中

逐渐普及, 回复者可能采用与发送者差异性的媒

介进行信息回复, 使得同一沟通事件中出现不同

的沟通媒介。沟通媒介的改变和转换不仅受到沟

通内容的影响, 还体现出沟通双方对同一事件重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差异 (Caughlin & Sharabi, 

2013)。媒介升级(Media enrichment)指从贫媒体沟

通升级到富媒体沟通的行为, 例如从发文本消息

改为视频沟通。相对于媒介降级(由富媒介转到贫

媒介), 媒介升级需要信息回复者花费额外的努力, 

是个体刻意实施的, 因此更能反映个体行为改变

背后的认知和态度逻辑。在信息回复时, 上级的

媒介升级将提升下属的任务重要性感知(Caughlin 

& Sharabi, 2013), 并能进一步传递关系性信息 , 

这有助于下属更准确的识别上级的领导者身份 , 

从而提升下属的服从性和任务绩效。相对的, 当

下属通过媒介升级来回复上级信息时, 上级会认

为下属打破了既定的媒介期望, 从而对下属的追

随者身份产生质疑。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2-3：信息回复延时性通过身份相互认同

影响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延时性越高, 

上下级对彼此的身份认同越弱, 上级权力感和下

属服从性越低。 

假设 2-4：信息回复媒介升级通过身份相互认

同影响上下级心理权力配置。具体的, 上级媒介

升级回复提升下属对上级的领导身份认同, 下属

服从性提高; 下属媒介升级回复降低上级对下属

的追随者身份认同, 降低上级权力感。 

身份建构理论认为, 当个体被更广泛的集体

认可为某种身份时, 该身份的建构(既包括个体自

我的身份主张也包括他人对个体的身份授予)就

会更牢固和稳定(DeRue & Ashford, 2010)。在工作

场所中, 组织成员间的沟通效果会受团队和组织

规范的制约(Barry & Fulmer, 2004)。当上下级信息

发送和回复行为符合团队虚拟沟通规范时, 表明

该成员正按照团队赋予的角色职能规范来约束个

人行为, 增强了成员身份信息的可信度和可见性, 

使得上下级对彼此身份的认同度提高。因此, 团

队虚拟沟通规范将调节上下级信息互动对权力配

置的影响。 

3.3  研究 3：关系认同视角下虚拟沟通模式与上

下级结构权力配置 

研究 3 拟探究虚拟沟通模式对上下级关系认

同和权力关系存续的影响。上下级关系用来描述

组织中领导与下属的社会交换和人际联系情况 , 

其中, 基于工作范围和要求所形成的关于工作绩

效与资源回报的交换与联系, 通常被称为任务型

上下级关系; 而在工作联系的基础上, 更侧重私

人情感与特殊联系所构建的情感联结, 被称为情

感型上下级关系(Chen et al., 2009; Miao et al., 

2020)。关系认同理论指出, 关系认同存在于领导−

下属关系之中, 其基础是双方对角色关系身份的

认可程度(Sluss & Ashforth, 2007)。高度的“上级−

下属”身份认同意味着上级和下属之间的关系是

明晰的, 双方对彼此的身份具有一致的认知。同

时, 关系认同理论强调下属会对上下级关系进行

评价, 这种评价既包括对领导是否能完成规定职

责的角色身份评价, 也包括与人格魅力相关的个

人身份评价。当下属对领导者的身份产生积极评

价、认为这一角色关系有吸引力时, 便促进了下

属的上下级关系认同(Sluss & Ashforth, 2007; 洪

贝尔, 毛江华, 2021)。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在当前的复媒体环境下, 个体理性选择何种

媒介和沟通方式向他人传递信息, 决定了其对双

方关系的期待和建构(Madianou & Miller., 2013)。

例如, 当个体在与他人沟通时选择更多种类或更

丰富的沟通媒介时, 意味着其对此关系抱有更多

需求。另一方面, 个体沟通媒介的选择也向他人

传递了关系性信号, 暗示出关系的类型和重要性

(Baym, 2015)。由此, 交往双方沟通模式的选择将

影响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 并最终影响关系发

展和存续。 

对于员工在工作互动中的媒介使用情况, 以

往研究较多采用电子沟通程度的概念(Hill et al., 

2014), 以在线沟通的比例衡量线上和线下交流的

相对程度。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区分不同在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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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 3 的理论模型 
 
 

方式的差异性, 并探究不同沟通方式的组合对上

下级关系认同和结构权力配置的影响, 研究以类

别变量测度虚拟沟通模式, 借鉴电子沟通程度的

测量方式, 从理论和测量两个层面有效区分了沟

通类型。相对于电子沟通程度的概念, 虚拟沟通

模式能进一步从理论上揭示不同在线沟通方式的

差异化影响效应, 并有效回应复媒介环境下探究

组织沟通方式组合有效性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 

根据不同沟通方式的使用频率与组合方式, 本研

究将上下级沟通模式具体划分为四种, 其中传统

型以线下面对面交流为主, 混合型表示线上与线

下交流频率相近, 多样型是以线上多种媒介结合

交流为主, 包括即时通讯、电话、视频会议等, 简

洁型则是指以线上文本为主要载体的沟通模式 , 

如即时消息、电子邮件等。 

在以线上沟通为主的多样型和简洁型沟通中, 

沟通双方的地理隔绝使情感交流依赖的身体性非

语言线索消失, 降低了沟通中信息线索的丰富性, 

这为情绪的表达及其准确传递带来难度 (Wang, 

2022)。同时, 情绪的错误解读时常发生并难以及

时澄清, 这不利于上下级的情感交流。与多样型

沟通相比, 混合型沟通模式中线上和线下交流频

率相近, 定期的线下接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上

沟通中情感交流的匮乏, 上下级之间情感联结程

度要高于多样型但低于传统型, 因而混合型沟通

模式的情感关系认同高于多样型沟通, 但低于传

统型沟通。简洁型沟通模式以文本这一载体为输

出方式, 其信息线索丰富性远低于以电话、视频、

文本多种方式并存使用的混合型沟通 (Daft & 

Lengel, 1986), 这种沟通模式下情感联结的建立

比多样型沟通更为困难, 使得上下级情感关系认

同度最低。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3-1：虚拟沟通模式通过情感关系认同影

响上下级权力关系存续与再生。具体的, 传统型

沟通模式情感关系认同度最高, 随后分别为混合

型、多样型、简洁型。 

在个体理性选择沟通模式建构与他人的关系

时, 沟通难度是成本的重要考虑之一(King & Xia, 

1997)。当实现目的的方式成本较高但个体仍愿意

实施, 则体现该目的对于个体较为重要。在上下

级情感型关系的建构过程中, 地理距离是指领导

和下属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程度(Lauring et al., 

2022), 代表了上下级情感型沟通的难度。地理距

离越大, 领导与下属进行面对面交流的难度越大, 

双方主要在线上进行任务所需的工作沟通, 情感

交流的机会少(Van Zoonen et al., 2021)。混合沟通

采取线上线下沟通频率相近的交流方式, 地理距

离越大, 上下级将感知到双方线下交流机会越珍

贵, 更重视并把握每一次的线下沟通, 更加主动

地进行个性化互动以增进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结

(Lauring et al., 2022)。超出预期的高质量互动使下

属对领导者的角色身份评价愈发积极, 进而形成

更为强烈的情感关系认同。因此, 更大的地理距

离能够增强混合型沟通对情感关系认同的正向影

响。当地理距离越小, 领导与下属进行面对面交

流的难度也减小, 双方将感知到彼此线下交流机

会越多, 并对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有更高的期望

(Knop et al., 2016)。这种情况下, 采用简洁型沟通

模式的上下级日常交流更多局限于工作相关的工

具性沟通, 文本为主的信息载体也限制了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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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和情绪传递, 这与建立人际关系的高期望动

机相违背, 使得下属更容易对上级形成无法提供

人际支持和个性化关怀的认知, 对领导者个人相

关的身份评价也更为消极, 因而双方的情感关系

认同度更低。因此, 更小的地理距离将强化简洁

型沟通对情感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 

假设 3-2：上下级地理距离调节虚拟沟通模式

对上下级关系认同的影响。具体的, 上下级地理

距离越大, 混合型沟通对情感关系认同的正向影

响增强; 上下级地理距离越小, 简洁型沟通对情

感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增强。 

基于理性选择视角, 上下级任务型关系建构

也受虚拟沟通模式和任务沟通难度的交互影响。

当任务复杂性较高引发沟通难度时, 混合型沟通模

式能有效平衡沟通质量和沟通成本(Cernikovaite & 

Karazijiene, 2023), 有利于提高双方的沟通效率

和效果, 因此对促进上下级任务型关系更有利。

相对的, 多样型模式降低了沟通质量, 而简洁型

模式沟通质量更低, 传统型模式虽然沟通质量高

但同时提高了沟通成本。当任务沟通难度较低时, 

多样型模式能平衡沟通质量和成本, 因此任务型

关系建构最高。在上下级任务型关系的建构过程

中, 多样型沟通具有更高的信息传输速度和并行

性, 能够不受地理和时间的限制将海量的信息资

料迅速送达至多个对象, 大大提高了办公灵活性

和任务处理效率(Petani & Mengis, 2023)。此外, 

多样型沟通虽然降低了情感交流的频率, 但使得

双方将注意力更多分配在与工作和任务要求相关

的交流上 , 显著提高了沟通效率和工作绩效

(Shockley et al., 2021)。因此, 在多样型沟通中, 

下属更能够感受到领导对职位责任的有效履行 , 

并对其产生积极的身份评价, 进而形成高于传统

型沟通的任务关系认同度。简洁型沟通虽然聚焦

于任务信息 , 但单一文本信息的传递效率较低 , 

容易产生信息错误传达和信息交互不及时, 耽误

了任务处理进程(Brodsky, 2021)。此外, 线上线下

交流并行的混合型沟通既具有部分多样型沟通的

任务聚焦特点, 也保留了部分传统型沟通的情感

交互, 因而其任务关系认同度低于更高效的多样

型沟通, 但高于传统型沟通。 

假设 3-3：虚拟沟通模式和任务复杂程度对任

务关系认同和上下级权力关系存续与再生具有交

互效应。具体的, 当任务复杂程度高时, 混合型沟

通模式任务关系认同度最高, 其次为传统型和多

样型 , 简洁型最低; 当任务复杂程度低时 , 多样

型沟通模式任务关系认同度最高, 其次为简洁型

和混合型, 传统型最低。 

4  理论建构与创新 

本研究基于身份自我建构和相互建构视角 , 

系统探究了技术静态线索、信息互动行为和虚拟

沟通模式如何影响上级权力感、下属服从性和权

力关系存续, 从个体层(研究 1)、事件片段层(研究

2)和人际层(研究 3)揭示了虚拟沟通对上下级权力

配置的影响, 推动了信息通信技术与领导力、沟

通等研究领域的融合, 也为组织虚拟沟通实践和

虚拟团队管理提供新的实践指导(如图 5 所示)。 

第一, 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探究上下级的互动

过程 , 揭示了权力及领导力产生影响的本质逻

辑。在现有权力和领导力的研究中, 学者大多探

究领导特质、行为和风格对下属心理和行为的影

响, 这种研究范式暗含一个基本假设, 即领导所

表达的和下属所接收的具有较高一致性。然而 , 

由于角色本身存在的差异和沟通过程中的信息衰

减, 领导行为表现与下属接收到的领导行为信号

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冲突(王雁飞 等, 2021)。例如, 

谦逊领导通过语言展现虚心求教时, 下属可能错

误理解上级所传递的意思(陈力凡 等, 2022)。由

于信息通信技术会过滤上级语言表达时的情绪和

社会线索 , 这种情况在虚拟沟通中会更加明显

(Brodsky, 2021)。例如, 当上级通过文本信息给下

属发送“向你学习”的文字时, 下属很难准确推断

上级是在表达一种社交礼仪还是在虚心求教。 

Yukl (2008)指出, 互动是领导对下属产生影

响的最直接方式。在虚拟工作情境下, 上下级互

动被限制为以文字、语音和图像传递的方式进行。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 权力和领导力是否还能经由

虚拟互动产生预期的影响。本研究将关注领导力

在虚拟工作情境下产生影响的最直接机制, 通过

从事件片段层面探究虚拟沟通中的静态线索和

动态信息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上下级现有权

力配置, 揭示上下级虚拟互动的模式、过程和效

果 , 验证虚拟工作情境下权力和领导力的有效

性, 为远程管理、虚拟团队、电子监控等情境下

领导力发挥预期效应奠定理论基础(Abbink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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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 基于沟通过程揭示上下级虚拟沟通的

影响效应, 本研究拓展了组织由传播构成视角的

理论, 促进了组织行为与传播的跨学科融合。组

织由传播构成视角将传播作为创造、产生和维持

组织和组织实践的主要力量 (Brummans et al., 

2014)。该视角认为 , 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 , 

也是意义产生和协商的过程, 即语言不仅服务于

表征目的 , 更创造、构成和塑造着社会现实

(Schoeneborn et al., 2016)。这一视角既关注组织内

的传播本质, 即通过探究组织成员之间、内部机

构之间、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来解释和预测组织活动, 也从更大范畴探究群体

传播如何更具组织性。上下级的工作和人际沟通

是组织传播的重要组成形式。然而, 从现有上下

级关系的研究现状来看, 少有学者系统揭示上下

级的沟通本质(代毓芳 等, 2022)。本研究基于组

织由传播构成视角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范式, 结合

上下级沟通的特定传播情境, 探究不同沟通方式

和媒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上下级对各自身份的认

同及后续行为。通过将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

组织行为领域, 为后续领导力、组织沟通以及其

他组织活动的研究提供跨学科的思路和视角。 

第三, 通过将信息技术的静态和动态特征作

为研究内容而非情境, 本研究探究信息技术如何

影响上级权力感和下属服从性, 促进了组织行为

与信息系统领域的跨学科融合。在数智化的组织

变革浪潮下, 研究开始关注数智化如何影响上下

级的工作和交往模式。然而, 目前研究较多处于

第一阶段：情境型数智化领导力研究, 即聚焦于

考察传统领导理论在数智化情境的适用性。为进

一步推动数智化领导力发展, 不少学者呼吁未来

需要开展第二阶段研究, 即内容型数智化领导力

研究, 将数智技术作为研究内容来探究领导理论

的创新(谢小云 等, 2021; 张志学 等, 2021)。近年

来对电子领导力和算法领导(Algorithmic leadership, 

Kellogg et al., 2020)的研究均属于此范畴。本研究

旨在探究信息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上下级的沟通模

式和效果, 将信息技术作为组织内真实存在的内

容进行研究, 将信息系统与组织行为领域进行深

度融合, 以期产生更多跨学科的理论贡献。 

第四, 本研究从身份建构视角回应技术决定

论(即信息技术削弱了领导权力)和社会形成论(即

领导会借助技术维持权力)的争议, 探究人机交互的

底层逻辑。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erspective)认为, 技术是一种影响并改变社会的

外部动因(Smith & Marx, 1994)。基于此视角,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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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将抹去互动双方的社会地

位、权力、层级等线索, 从而削弱互动双方的权

力差距(Baym, 2015)。例如, Walther (1992)的研究

发现, 团队成员通过信息技术进行互动交流时会

更加平等。相对的 ,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认为技术的影响效应来自一

种混合的“可供性” (Affordances), 即技术所提供

的性能结构以及人们对这些性能结构的使用方式

最终决定其效应(MacKenzie & Wajcman, 1999)。

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形成论是解释人机交互效应的

两个主流视角 , 但目前两者的有效性仍存在争

议。本研究更多遵循社会形成论的研究思路, 认

为在人机交互时, 并不是技术决定人的行为, 而

是人借助技术来实现最初目的, 通过揭示虚拟沟

通中组织成员和信息技术的交互如何影响上下级

对彼此身份的互相建构并最终影响权力配置, 本

研究将为未来人机交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从实践上, 本研究将为组织内部通讯软件设

计、组织成员 ICT 合理高效使用、管理者的远程

沟通有效性提供系统性指导, 对组织虚拟沟通实

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通过揭示信息系统如何

影响上下级权力配置, 本研究将为组织内部通讯

软件设计(尤其是嵌套层级沟通模块)提供理论框

架指导。通过对现有组织内部虚拟沟通和远程协

作软件的整理发现, 尽管各类通讯软件的功能存

在差异化, 但在设计时大都忽视了互动双方的层

级差异。目前, 现有通讯软件已经开始设计层级

相关模块, 例如钉钉工作团队、飞书团队、大连

泛微的上下级 e-office 协同 OA 系统等, 但仍缺少

权力线索和权力互动的机制设计。本研究成果将

为基于层级的通讯模块或软件设计提供理论和实

践指导, 进而提高组织中上下级虚拟沟通和远程

协作的效率。其次, 通过揭示上下级借助 ICT 进

行虚拟沟通所引发的独特效应, 本研究将为组织

成员 ICT 合理高效使用提供操作指引和实践规

范。尽管 ICT 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组织的内外部沟

通, 但较少有组织推出 ICT 使用的规范性制度文

件, 管理者和员工大多根据自己的风格和偏好来

使用 ICT 设备, 这就容易引发远程沟通的低效和

冲突。本研究具体探究了上下级借助 ICT 进行虚

拟沟通时, 不同的静态线索、动态信息行为和模

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互动双方达成权力关系的一

致性认识, 这将有助于管理者科学合理地使用沟

通媒介来达到预期沟通目的。同时, 本研究成果

还将助力管理者建立组织内部的虚拟沟通制度和

规范, 提升组织内部沟通与协作效率, 帮助组织

更好地进行数智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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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virtual communication affects supervisor-subordinate power 
configu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self-construction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MAO Jiang-hua, CHEN Wen-wen, JIN C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in organizations, 

virtual communication has emerged as the predominant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the filtering of cues and the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nature of virtual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tly diminish power cues and social norm constrai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inherent asynchronicity of virtual communication interrupts the process of power expression and acceptance. 

All thes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xisting power configuration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However, limited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whether and how virtual communication affects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power configuration.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dentity self-construction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chnical cues, message exchange behavior, and virtual 

communication patterns on supervisor power expression and subordinate power acceptance, considering 

individual-, episodic-, and interpersonal-level. By integrating the 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s,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ICT and hierarchical power configurations. 

Furthermore, it also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erarchical virtu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leader-member relation, power cues, power configuration, virtual communi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